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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绥铭谈性产业 

 

文雪莲 

 

  “我反对歧视小姐，也反对仅仅同情小姐，因为她们既不是妖魔鬼怪，也不是多情神女，
她们只是体力劳动工人；因此不需要道德情感，只需要工会。” 

  “我反对同情嫖客而歧视小姐，也反对仅仅谴责嫖客。因为在男性世界里，性行为中的自
私与无私的根本矛盾，不是任何道德运动或者政治斗争所能解决的。” 

  “我反对现行方式的扫黄，也反对仅仅盯着法律或者政策的条文，因为性产业中的一切问
题，都不单单是条文的事，而是各种利益的合力使然。” 

  “如果我们承认，在短时期内无法根除性产业，那么首先除掉其中最野蛮的奴隶制和农奴
制（它们也最容易引发其他犯罪）也比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好。” 

    “将来对于红灯区的争论，更可能表现为体制内各方面的“责、权、利”之争，而不是如何
认识性产业的问题，更不是法律定义或者社会道义的问题。” 

 

    — —潘绥铭:《生存与体验--有这样一个红灯区》 

   

 

    以下是记者六月一日对潘绥铭教授就中国“地下性产业”问题进行的访谈。 

 



记者：中国的性产业跟十几年前相比，增长了相当多。 

 

潘绥铭：那是十几年前少得不像话！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过中国改革开放前那种情况，那是特殊的。 

 

记者：那您觉得这种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 

 

潘绥铭：在工业化过程中，全世界各国都一样，农村女性进城市，没有工作，只好干这个。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，
是不是主要的原因也很难说，只不过这个理由比较容易让人接受。 

 

记者：那些不那么容易让人接受的理由是什么呢？ 

 

潘绥铭：你去看我的书吧，里面分析了十几种原因。其它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，所以这书出不来。（摇头大笑） 

 

记者：您所接触到的小姐中由于贫困而卖淫的占多大比例？ 

 

潘绥铭：那要看是说的是第一次卖淫的原因，还是现在仍然做这件事的原因。根据我的调查，第一次卖淫的原因有
相当大比例是由于贫困。至于五六年以后，到现在还在做，为什么不改行？这就有其他的考虑了。而这种考虑就像一般
人选择职业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比如问一个车工为什么不干别的，他会说：“我不会干别的呀！”要问我干嘛一定要当
教授，不当老板，我会说我没钱。 

  但是她们一开始投入这个行业，这是她们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，肯定有一个足以支持她们去做的理由，不会
是糊里糊涂、随随便便、轻而易举的。我们对这些认识还不够充分，她们自己又表达不清楚。还有的小姐到现在自己也
不知道了。 

  我觉得除了贫困，更多是因为婚姻方面的变化，包括失恋，失贞，离婚，被抛弃等等。我在第一本书中曾经提
到过，但当时证据很少，后来发现这占相当大的比例。这也符合人之常情。好端端的一个女的，没有什么事儿干嘛要去
做这个？尤其中国对这个（卖淫）向来这么严。 

 

记者：您在一本书中曾经提到，在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之前，娼妓问题是无法根本解决的。那么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
规范性产业的活动和控制其范围的问题。就您考察的结果而言，您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手段？ 

 

潘绥铭：个体户式的管理呀。 

这在欧洲很普遍。欧洲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无外乎是两种办法，一种是红灯区，一种是抓，也就是扫黄。但一百年后
发现两种方法都不好。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，尤其在北欧地区，一般是将她们正式归为“社会工作者”，进行注册，只许
在门内营业，不许上街拉客；可以登广告，但不能明说是卖淫，可以说是按摩什么的，让需要的人一看就明白；对此反
感的，也不伤害他们的道德感情。 

这跟卖东西一样，我许你卖，但也不让你伤害到别人。这是他们在禁娼禁了一百年以后，找到的相对合理的办法。
现在的中国，一方面是政府狂禁不止，另一方面有的业主又太大张旗鼓，恨不得写上妓院两个字。现代社会的人权观念
是：我活，也让别人活。人家尊重你做生意的权利，你也要尊重人家不接受这东西的权利。 

这样一来，西方的这种“个体户”跟街坊邻居也相安无事。当然，法律一般不允许她们聚合在同一个房间里营业。即
使有些小姐聚集在同一个楼里，也都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，跟别的商业区、市场一样，例如阿姆斯特丹红灯区。 



 

记者：如果这样，是不是意味着将性产业合法化呢？ 

 

潘绥铭：明年，世界工会联盟将发表一个文件，主要意思就是：Ｓex work is a work。这不叫合法化，而叫非罪
化。因为现在在很多国家，卖淫可是犯罪的呀。说白了，别提这事儿，就完了。法律里没有这条规定就完了。我们国家
对待同性恋问题用的就是这办法。这是一种现代治理的思路。所谓同性恋的合法化其实就是非罪化。 

    “合法化”这个词很糟糕，似乎什么事情都得经过法律批准。其实，我吃喝拉撒睡都没有获得法律的许可，难道
也不“合法”吗？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做。这一点现在的中国人都开始明白了。 

 

记者：实行您所说的“个体户”式的管理以后，对于妈咪、鸡头（注：性产业中组织和管理小姐的人）之类的人怎么
处理？ 

 

潘绥铭：实行个体户制度以后，这样的人就无法存在了。如果小姐都成了独立自主的个体户，谁还需要这样的人？
可是，现在的扫黄恰恰是给这些人谋利益，因为在被扫的状态下，小姐只能求助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后台、有安全的营
业场所，有组织客源的能力。尤其是，一个发廊妹被扫到以后，一下子被罚了三千块，她能怎么办，只好向鸡头或者妈
咪借钱。拿什么还？只能给人家当牛做马。这实际上加强了小姐对鸡头和妈咪的依附关系，实际上是在促进最野蛮残酷
的奴隶制。 

 

记者：据我所知，现在的地下性产业已经对婚姻包括爱情造成了冲击。如果把性产业合法化，会不会……？ 

 

潘绥铭：性、爱情、婚姻三者的关系太复杂了，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完的。小姐问题的最深刻之处，就是这三方面的
关系。这忒复杂了。（摇头） 

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，希望在中国传开：“小姐、妓女并不会损害婚姻的根本。她们对婚姻的损害实际上非常小。”
婚姻的根本不外乎两个：一个是契约保证，另一个是共同生活。其实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：第一、绝大多数男人不可能
娶小姐为妻；第二、男人不可能一直住在妓院里。因此，嫖妓对女性感情的冲击非常大，但并没有动摇婚姻的根本。相
比而言，最可怕的是第三者，其次是二奶，最后才是小姐。 

  根据我们最近搞的一个调查，初步统计有非婚性伴侣的占到了16％左右。完美的爱情已经无法完美地存在了。
这种爱情观将来会怎么样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有的人主张：与其把在三者结合在一起来追求，不如把它们相对分开，三者
并行不悖。 

  我的新书比过去有价值的，我认为恰恰是对嫖客的分析。许多男人能把性、婚姻、爱情分开，觉得一点儿也不
影响。他可以去找小姐，对妻子又觉得“我一点儿也不损害她。”有了这个意识做基础，才可能去找小姐，或者经常去。
而这往往又是男性比较容易认识，女性往往不能容忍三者的分割。所以矛盾就出来了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 

      

记者：您曾在书里面提到，在西方，性解放压缩了娼妓的市场，那么在中国，对于性产业的规模的控制是不是也要
靠整个社会的性的开放与革命？ 

 

潘绥铭：西方很少有贞操观这些东西，性关系相对松散得多，妓女的市场就小多了。 

    我觉得中国男人的心理承受力极高，可以养一个二奶，找两个情人，再找六个小姐，道德上、情感上一点也不
觉得难受。要是外国人，可受不了这种两重生活，中国人却能这么活着。就是因为婚姻过于固定，过于束缚人，结果娼
妓肯定发达。如果婚姻、性关系是相对松散的，男的干嘛还去找小姐，好好的小伙子，找个女朋友不就完了吗？ 

社会环境改变了以后，妓女肯定还会存在，但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。说到这儿，我不喜欢现在的一些传言，总
是夸大妓女的规模，什么一千万。其实，数量到不了那么多，将来也不会有那么多。嫖是要钱的啊。二是发展也不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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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大。这跟别的职业一样，完全是个市场问题。对我最多的批评就是“把严肃的道德问题混同于一般市场理论”。可是，
它本来就是嘛！ 

     

记者：作为男性，你的性别会不会对研究视角产生影响？您怎样从小姐那里获得真实有用的研究材料呢？ 

 

潘绥铭：当然有，有的女性心理男性不知道，或者看到了却意识不到，这当然影响。 

我的第一本书从学术上说的收获是观察技术，发现这种办法（定时定点观测法）可行、有效果；证明小姐的人数、
生意都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多。 

从一般认识上说，小姐说的都是套话、行话、职业性的话，信不得。也没人训练她，她会自然而然地说，不问也
说。因为她们意识到男的老是问这些。可是，第一次开处（注：第一次接客）的内心感受，她们就不会说，就跟售货员
不跟客人谈心一样，没必要。 

最好你是她们群体中间的一个人；最好你是个闲人、旁人，呆着不动，她们才不会排斥你。她们说我：“你一定是老
了，干不动了，就看着。”我想那正好，这样她们才能理解，就不会太背着你。尤其是她们碰到困难、烦心事，还来找你
说。前提就是，你住在那个环境里就行了。只要去了，只要住在那儿，只要平等待人，就能跟人说上话了。 

 

记者：您书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当某种性行为不再被法律禁止时，这种性犯罪就彻底消灭了；当性不再成为一个
问题，性问题就解决了；当性文化理论不再引人注目时，笔者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”请您解释一下好吗？ 

 

潘绥铭：在美国历史上，男性手淫是犯罪，怎么消灭的？把这条罪抹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

现在这么多人想采访我，为什么？这说明中国社会不正常，人不能以坦然的目光看待性问题。这大大地不正常。就
像你说的，第一次听说我是因为有人说：“人大有一教授家里有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毛片儿。”可是，为什么不能有？就
像我家，什么书都有，为什么不能有毛片？再说考察红灯区，你想说话，又不去考察，怎么可能？道听途说、耸人听
闻、颠倒黑白反而是正常的了。我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引人注目的。 

不过，这种状况的时间已经不长了，最多还有十年。现在这几年，性学的书越来越卖不出去了，这是因为毛片太多
了。通俗的东西高度发达了，人谁还关心性学？到时就会像别的学术一样，曲高和寡，那才是正常状态。要是每天都有
人采访你，那就不对头了。尤其是现在，人的知识、信息渠道越来越丰富，性学也不可能再那么显赫。 

 

后记：采访从下午五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近八点。潘教授第二天一早又启程到外地进行另外一项社会调查
了，据他的学生说，也是与红灯区有关的。笔者在性社会学研究所的资料室终于见到了潘教授的新著《生存与体
验》——深绿色封皮，十六开，印得十分简陋，据管理员说，是潘教授自己掏钱印的。当问及这本书何时能出。
潘教授有些无奈，联系过好几家出版社，没有出版社敢出。“看来还得找什么人题字去。”潘教授自嘲地笑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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